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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14 日

建议中国主办 2016 年 G20 首脑峰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G20 系列研究报告》之四

    9 月 5-6 日召开的 G20 首脑峰会，是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

作用的有效平台，也是扩大中国在全球话语权的重要机会。建议中国可借此次

G20 圣彼得堡峰会之机，正式提出主办 2016 年 G20 首脑峰会的意愿，并率先

倡导一些符合世界经济与金融发展趋势的重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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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　
陈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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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主办 2016 年 G20 峰会？

    中国主办 2016 年 G20 首脑峰会，将大大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进一步提

升中国的大国形象，塑造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

    首先，各大国纷纷举办 G20 首脑峰会，以期实现主办国的各种利益。G20

峰会产生于 2008 年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召集机制。先后六次 G20 首脑

峰会分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韩国和墨西哥召开，2014、2015 年已

决定由澳大利亚、土耳其主办。这些主办地都是西方大国可以发挥组织作用、

主导议程设置的地方。G20 首脑峰会缺少真正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主办国，

中国众望所归。

    其次，G20 主办方可以主动设置议程，有助于体现大国的号召力、影响力。

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需要更多地体现新兴经济体意愿，需要新

兴经济体中最有代表性国家中国更多参与到全球议程设置中。G20 峰会主办国

本身就是重要的国际事务组织者，有着多方面的“东道主利益”，是一个国家

在国际事务“舞台中心”高度亮相的展示机会。

    第三，借 G20 峰会，主办国能够更有效地主张本国的价值理念。中国拥有

成功组织 2006 年中非论坛、2008 年奥运会等数十国元首、首脑聚会的大型国

际活动经验。通过 G20 平台的集中阐述，中国可以更全面、综合地表达价值理念、

政治主张与战略善意，以及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艰难性与积极性，对国家软实

力的提升作用非常明显。

中国已有实力主办G20 首脑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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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 的产生是金融危机后西方扩大 G7 机制的结果。中国在 G20 平台中是

新兴国家的代表与合作伙伴，是欧美迫切需要的工业国家对话方。对中国来说，

G20 是寻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首要国际舞台。中国一贯高

度重视 G20，需要这个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沟通的常态化机制。

    首先，中国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表现最好的国家，为国际市场复苏做出巨

大贡献，中国的主张比以往更有说服力。2008 年至 2012 年，中国贡献了全球

新增 GDP 的约 44%。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

系中所占的地位却相对边缘，这与中国实际作用不相称，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可

持续增长的需要。因此，中国应该通过主办 G20 系列会议，增加在全球金融对

话平台中的“说话机会”，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基本立场

应该考虑能够被 G20 各方所理解和接受，并获得新兴市场国家的肯定和支持。

    其次，在国际金融体系走上了过度虚拟化的“邪路”背景下，中国实体经

济发展相对稳定。中国可以大力倡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使之成为

G20 金融治理的核心价值。没有核心价值，任何组织都难以持久。作为以工业

为立国之本的国家，中国充分认识到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际经济需要的重要

性。中国可以在 G20 平台上主张：各方限制金融过度虚拟化，确保资金流向实

体经济部门，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大力推动国际新兴产业合作，积极培育世

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增强世界经济增长内在动力。

    最后，中国有权力决定 2016 年 G20 的主席国。2011 年《G20 集团戛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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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报》明确指出，2015 年后的 G20 主席国将由轮值地区选举产生，首先由亚

洲小组开始，亚洲小组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与其他亚洲国家

协调推选，中国应是最热门的选项。

本次G20 峰会，中国可提出哪些基本主张？

    建议开展“中国在 G20 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系统研究，把中国的基本利益

诉求点、未来趋势及对外表达方式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进而形成中国在 G20 平

台的基本话语体系。对于哪些议题适合在 2016 年之前提出、哪些议题适合在

2016 年之后提出、哪些应该长期坚持、哪些应该加紧讨论，都需要有整体性把握。

    首先，G20 应机制化、常态化。在全球经济更加一体化、相互交织影响更

加深化的后金融危机时代，G20 作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最顶层的制度设计平

台，势必需要加强实体化和可操作性建设。然而，G20 到目前为止仍体现出强

烈“临时性磋商机制”性质：欠缺实体化、约束性、执行力。

    为此，应推动 G20 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临时性论坛机制，转向促进国际

经济合作的常设国际机构。这种改革有利于 G20 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

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的转变。中国可主张 G20 设

立秘书处，以加强各方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协调；还

可建议出台 G20 机制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其次，应推进大金融合作框架建设，促进全球宏观政策的大协调。建立一

个全新的大金融合作框架，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该框架还应包括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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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相互协调机制及监督机制，并使金融政策与

产业政策相结合，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可主张加强 G20 内部的沟通和协调，

努力形成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政策措施，妥善化解主权债务、跨境资本大规

模无序流动等金融风险，控制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有效缓解全球通胀压力。

    第三，应推进全口径的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全口径的金融监管对象应涵盖

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全部金融机构，按照全口径的统计制度实施综合监管。

中国可主张建立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监测网络，通过加强国际协作严格管理衍生

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等关系到全球金融稳定的高投机性国际市场。

    最后，主张合作发展实体经济，共同走出危机。反对竞争性货币贬值、贸

易保护主义等伤害性政策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有效的实体经济合作发展机制，

而这需要国际合作平台的顶层设计。

    唯有加强合作，增加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一个业已全球化的世界才能共同

走出危机。从根本上看，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未能实

现充分发展，使世界范围内有效需求增长未能跟上生产力发展步伐。长期以来，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占有失衡，财富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均，形成“越

不发展越落后，越落后就越难发展”的恶性循环，最终制约了世界经济持久稳

定增长。中国可大力主张，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联合国确定的

千年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世界繁荣。这些主张定将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


